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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务劳动中的性别不平等是通往性别平等道路上“最后的堡垒”。

近几十年来，在教育和劳动力市场等公共领域，性别平等取得了长足的进展。据世界劳工组织统计显示

[1]，从 1960 年到 2015 年，在绝大多数国家，女性的劳工参与率稳步增长，教育参与率也经历了大幅

增长 [2]。在中国，女性的高等教育参与率及学业表现也都超过了男性 [2]。与此同时，在劳动力市场，

性别工资差异正在逐步缩减。

然而，在家务分工方面，性别平等的进程停滞不前。绝大部分女性仍然肩负着家务劳动的重担。据中国

妇女地位调查数据显示 [3]，在家务劳动方面，在婚女性平均每天所花的时间是她们男性伴侣的三倍之

多。在过去二十余年间，两性家务劳动时间的差距仅有微弱的缩小。而基于多国时间使用数据的分析更

是表明 [4, 5], 家务劳动性别不平等的持续，在世界各地普遍存在。

对很多职业女性来说，在职场里完成“第一轮岗”后，她们仍需回到家中继续值岗家务劳动的“第二轮

班”。女性在职场和家务“两轮班”里辗转，休息和休闲时间都受到压缩，也因此面临更高的健康风险。

为什么女性的有偿劳动参与和经济地位提升并未缩减两性家务劳动时间的差距？为什么性别平等在公共

领域里日渐普及，在私有领域中的进程却停滞不前？如果说以往男性不做家务是因为他们要外出赚钱养

家糊口，那现在女性也开始承担赚钱养家的责任了，为何她们不能像男性那样对家务说不呢？

著名社会学家齐美尔在《大都市与精神生活》一书里写道 [6]：在现代社会里，“金钱的多少度量了事

物间本质的差异。无色、冷漠的金钱成为了衡量一切价值的标尺。” 那么金钱是如何度量和左右家务

劳动分工的呢？挣钱多就能少做家务吗？男女的金钱收入对家务劳动分工的影响又有什么不一样呢？

我在近期发表于《婚姻家庭期刊》(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的研究里 [7]，通过分析全球最大

的家庭动态追踪调查——“英国家庭纵向调查”（The UK Household Longitudinal Survey）中 6070

对 20 到 59 岁异性伴侣的数据，回答了以上这些问题。和以往的研究相比，我的分析不仅关注伴侣双方

劳工参与和收入情况对两性家务劳动的影响，还通过引入“家庭财务组织”这一概念，全面分析了在伴

侣双方里谁挣钱、挣多少、谁管钱、以及谁决定钱怎么用对两性家务劳动的影响。

https://ourworldindata.org/grapher/female-labor-force-participation-rates-slopes
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SE.TER.ENRR.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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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demographic-research.org/volumes/vol35/16/default.htm
https://book.douban.com/subject/1742397/
http://onlinelibrary.wiley.com/doi/full/10.1111/jomf.125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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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钱和权力

社会交换理论对亲密伴侣关系持乐观态度：伴侣在有偿劳动（即劳动市场参与）和无偿劳动（即家务）

上的分工合作是为了寻求家庭利益的最大化。在传统家庭里，男性通常担当挣钱养家的责任，他们贡献

给家庭的经济收入被认为是“男性资源”。与此同时，由于家务等无偿劳动通常由女性操持，家务劳动

常被认为是“女性资源”。传统的异性伴侣关系通过“性别资源交换”来维持 [8]。

“资源议价”理论对亲密关系的看法则相对“悲观”[9]：伴侣在家庭生活中并非合作至上，他们也会

通过竞争来夺取权力，以决定如何分配家务劳动，而金钱则是权力争夺中的重要筹码。过去几十年里，

离婚率急速上升，在同居或婚姻关系解散时，伴侣双方中拥有资源较少、收入较低的一方常常会面临更

大的困难。因此，伴侣中占有资源较少、收入相对较低的一方在家庭内部协商中会处于劣势，从而在亲

密关系里拥有更少的权力。

“性别资源交换”和“资源议价”常常被看作是彼此对立的理论。然而，我的研究发现，对于理解男性

的家务参与而言，这两套理论并非非此即彼，而是同时存在。男性对家庭收入的贡献越多，他们花在家

务上的时间便越少。但是，男性对家庭收入的贡献并不会无条件地减少他们的家务劳动时间。这还取决

于钱在家里谁管、谁有权决定钱怎么花。

和“性别资源交换”理论相符，一部分男性通过把自己的收入交给伴侣管理，把自己原本应做的家务劳

动 “交换”给伴侣来承担。和“资源议价”理论相符，也有一部分男性通过占有对收入的管理权以赢

得不做家务的权利。也就是说，无论是交出或是保留对收入的管理权，男性都能通过对家庭的经济贡献

减少自己的家务劳动时间。唯有在伴侣双方分开理财时，男性对家庭收入的贡献才不会减少他们的家务

参与。与此同时，男性也只有在有权决定钱怎么用时，才能把对家庭收入的贡献转换成不做家务的权利。

“她”的钱和自主

“性别资源交换”和“资源议价”这两套理论对女性并不适用，但是这一发现这并不让人意外。由于性

别薪酬差异、玻璃天花板的存在，比起男性，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仍处劣势。于是，无论在“资源交换”

或是“资源议价”中，大部分的女性都不占优势——这两套商议家务分工的逻辑并不能为女性带来好

处。

即使一小部分女性的收入远远超过她们的男性伴侣，她们对家庭的收入贡献却仍未能减少她们花在家务

上的时间。事实却恰恰相反：大量的研究发现，和男女双方收入相对平均时相比，女性在收入显著高于

其男性伴侣时，反而会做更多的家务。

社会学家把这一现象叫做“性别显示”或“性别偏离中和”[10]——因为女性收入高于男性这一现象

“偏离”了公共领域里的主流性别规范，高薪职业女性常常通过做家务来“弥补”女性气质。与此同时，

她们的男性伴侣也会显著的减少他们花在家务上的时间，以“稳固”他们受到挑战的男性气概。在性别

观念越传统的地方，“性别显示”现象越突出。

https://onlinelibrary.wiley.com/doi/full/10.1111/j.1741-3737.2001.01122.x
https://yuedu.baidu.com/ebook/558e1f514b35eefdc8d333d6
https://onlinelibrary.wiley.com/doi/abs/10.1111/j.1741-3737.2000.00322.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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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性”理论表明，在个人主义盛行的现代社会里，伴侣在亲密关系中常常会优先考虑个人而非家庭

的利益。经济独立的职业女性未必需要和伴侣进行“资源交换”或“资源议价”来决定她们自己的家务

劳动。职业女性可以自主权衡无偿家务劳动和有偿工作分别能为自己带来多少回报。在家务劳动带来的

回报不及有偿劳动时，她们可以选择“放弃”家务劳动。职业女性也可以花钱购买家政服务，通过家务

外包来替代自己原本需要承担的家务。此外，一项来自哈佛大学的研究发现 [11]，由于职业女性花在工

作上的时间较多，花在家里的时间较少，她们制造的“家务需求”也比全职家庭主妇要低。

而我的研究则发现，虽然女性的个人收入的确可以减少她们的家务时间，但工作挣钱仅仅是女性获得自

主权的起点。只有当女性能获取和管理自己的收入，并能决定自己的收入怎么用时，这些收入才能减少

女性的家务劳动时间。女性要想在亲密关系里少做家务，仅仅工作挣钱是不够的。她们还需要拥有（和

男性伴侣平等的）财务管理权和财务决策权。

家庭财务组织和家务

财务管理和决策权不仅决定了收入和家务间的关系，其对家务分配也有直接的影响。

日常财务管理在家务分配里是把“双刃剑”。一方面，如上文所述，家庭财务管理可帮助理财者通过执

掌收入把收入当作协商的筹码，以减少他们的家务劳动时间。但另一方面，财务管理本身则是一项繁琐

的家务，家中的财务管理者常常会直接参与到日常购物、张罗衣食住行等家务活动中。我的研究发现，

无论男女，伴侣中的财务管理者都会在家务里上花更多的时间。

相比之下，财务决策权——即决定钱怎么花——赋予个体的则是一种更高级别的“绝对权利”。在亲

密关系中，拥有财政决策权利的一方并不一定需要付出劳动来执行消费决定。笔者发现，无论男女，其

在拥有财政决策权时都会减少花家务上的时间。

值得一提的是，个人收入的多少以及伴侣双方收入的相对高低并不能完全决定财政管理和财政决策权在

家里如何分配。在我分析的 6070 对伴侣中，仍有相当数量没有收入，或收入和伴侣相比较低的男女垄

断了家里的财政管理和决策权。同时，也有不少的高收入男性和女性在亲密关系中无管理和决策家庭财

政的权利。这些发现进一步说明了在理解钱和家务的关系时，仅仅关注收入是不够的，关注家庭内部的

财务组织也同样重要。

“钱理”之外

钱并不是一切。

钱谁来挣，挣多少，钱在家里谁来管、怎么用——这些问题的答案无一不受到文化环境和性别规范的

影响。而对性别角色规范潜移默化的灌输，从一出生开始便开始了。

虽然儿童还没有工作挣钱，家务劳动中的性别不平等在儿童身上已有体现。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在总结现

有数据后发现 ，全球范围内，5-9 岁的女童花在做家务上的时间要比同龄男童多出 30%左右，这一数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0049089X10001742?via%3Dihub
https://mp.weixin.qq.com/s/xanRDakPhElqKrU8y7M4t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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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在 10-14 岁儿童中更是高达 50%。我此前所做的关于儿童家务劳动的研究也同样支持这一结论 [12, 

13]：孩子对于家务劳动的贡献并非无足轻重。虽然成年人的家务性别分工已经引起了广泛关注，但是

要想全面理解性别平等的进程在家务领域为何停滞不前，还需要探究性别不平等是如何在儿童成长过程

中生产与再生产出来的。

性别角色规范的习得使得原本不公平的家务劳动分配被“常态化”。在一项基于国际社会调查的研究里

[5]，通过分析来自全球 30 个国家的数据，我的研究发现，平均而言，女性花在家务上的时间是他们男

性伴侣的两到三倍，但是，超过 40%的女性却并不认为这样的家务分配不公平。

家务劳动中性别不平等的“常态化”也体现在对肮脏、整洁等概念的性别区分对待。对男性为何比女性

少做家务这一现象，坊间流传的解释之一是男性对肮脏不敏感，而女性则“天生”对肮脏更敏感。这个

解释是否站得住脚呢？为此，来自美国和澳大利亚的学者进行了一项实验 [14]。他们请 646 名男性和

女性对一组照片里屋内不整洁的程度做出评价。实验发现，男性和女性对肮脏和不整洁的认知并无差异。

真正的区别在于，由于受到性别角色规范的影响，在面对肮脏和不整洁时，女性被试比男性被试更容易

觉得自己有维持整洁责任。

结语

性别平等是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计划的核心议题之一。当下的公共政策与社会舆论往往聚焦于公

共领域的性别平等问题，例如女性劳动和教育参与、性别工资差异等。通过对一系列有关家务劳动的研

究回顾，可以看出，公共领域的性别平等并没有能够带来家庭内部的性别平等。单单是要把女性的收入

转化成她们在伴侣关系中的权力，就已面临着诸如家庭财务管理和财务决策等重重障碍。想要全面、根

本性地改变家务劳动中性别不平等的现状，仅仅考虑钱是不够的。还需要改变的，是在亲密关系中、

“钱理”之外不平等的性别规范。

(感谢德国比勒弗尔德大学博士候选人赵梦瑶校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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